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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與私的交會：探討社交媒體、網路霸凌
與自我觀感之關聯性

施琮仁

摘要

網路霸凌已是網路世代青少年面對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對其身心

健康都有不良的影響，因此不論政府機關或教育單位皆應高度關注。

本研究以網路霸凌受害為中心，一方面探討社交媒體（包括公開的社群

網站及封閉的即時通訊軟體）使用是否增加青少年在網路上被霸凌的

機率，另一方面也探討遭到霸凌後可能衍生的結果，尤其是自尊心與

心理幸福感。本研究使用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二期第一次的資料，

以國中生及高中生為樣本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臉書使用時間和網路霸

凌受害並無關連，但即時通訊軟體使用時間越長，青少年越可能成為

受害者。本研究也發現曾在網路上被霸凌的青少年，其心理幸福感較

低；被霸凌的經驗也會降低自尊心，進而間接降低心理幸福感，亦即

自尊心為重要的中介變項。本研究也發現了社會支持會惡化網路霸凌

對自尊心及心理幸福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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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s among Social Media Use, 
Cyberbullying, and Self-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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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yberbullying is a major threat facing teenagers in the Internet age, for it 

may negatively affect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refore, both 

authoritie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henomenon 

and its potential consequence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cluding ope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SNSs), such as Facebook, and closed 

instant messaging sites (e.g., Line and Facebook Messenger) as potential 

breeding grounds for cyberbullying. In addi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how 

social media, with its networked nature, could mitigat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cyberbullying with respect to self-esteem and perceived well-being. By 

analyzing data collected in the 2017 Taiwan Communication Survey,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use of instant messaging sites, not SNSs, increased the likelihood 

of being a victim of cyberbullying. In addition, being cyberbullied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self-esteem and well-being. Self-esteem was found 

to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yberbully victimization and well-being. 

More importantly, this study found that social support may exacerbat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cyberbullying on self-esteem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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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網際網路及社交媒體的發達，日常生活中「公」與「私」的界線

日益模糊、時有交錯。社交媒體的盛行提高了公眾參與、人際互動的

機會，另一方面也造成新型態的社會問題，例如網路霸凌。網路霸凌

現象涉及了很多「公」、「私」領域的融合與轉換，過去傳統霸凌事件多

發生於校園，但網路卻將霸凌可能發生的場域從公開的學校環境延伸

至較為私密的家庭或個人社交網絡之中（Juvonen & Gross, 2008; Kwan 

& Skoric, 2013）。在網路霸凌的成因方面，青少年在部落格（Blogs）這

類的公共空間上進行自我揭露，雖然有利於身份建構、社交互動，但

這些私人資訊同時也可能成為網路霸凌的素材（Huffaker, 2006, 

February）。而網路霸凌型態也有「公」與「私」的區分，研究顯示，公開

的霸凌（例如在網路上公開私人照片或影片）比私下霸凌（例如傳送私人

訊息）對青少年心理的傷害更重（Sticca & Perren, 2013）。因此，網路霸

凌是檢視新媒體中公領域、私領域如何透過交互作用產生影響的理想

案例。

網路霸凌事件不論在國內外都時有所聞，2006年時，居住於密蘇

里州的13歲女童Megan Meier因受不了網友不友善的言語而自殺；
2010年時，美國Rutgers大一新生Tyler Clementi被偷拍性愛影片且該影

片被放到網路上流傳，因而輕生；2015年時，台灣藝人楊又穎也因同

儕排擠、網民言語霸凌而選擇結束生命。雖然網路霸凌可能發生在任

何年齡層，但對於正在求學的青少年來說，霸凌現象可能對其學業表

現、未來人格發展、情緒及社會融合產生特別關鍵的影響（Navarro, 

Ruiz-Oliva, Larrañaga, & Yubero, 2015），是重要且值得探討的議題。

學者Olweus（2003）認為一個人或群體蓄意以負面行為（negative 

action）意欲傷害他人時，就算是霸凌。在台灣，針對學齡青少年網路

霸凌狀況所進行的系統性調查或研究很少，大多是以特定地區或學校

為對象的非機率抽樣調查，因此各項霸凌相關行為的百分比差異相當

大。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是少數對青少年進行代表性抽樣的調查，其
2014年的結果顯示，5.8%的台灣青少年有在網路上被霸凌的經驗，而

有8.3%曾在網路上霸凌他人。此二數字皆低於校園中的霸凌狀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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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裡，14.8%的青少年曾為霸凌受害者，而近一成（9.9%）則為霸凌

加害者。研究也發現，在網路上被霸凌，和其他三類霸凌行為有關；

而在學校中曾霸凌他人者、在網路上曾被霸凌者，較可能成為網路霸

凌加害人（施琮仁，2017）。

然而，2014年之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僅詢問四類主要的網路霸凌

行為，在測量上較不全面。此外，社群媒體是台灣青少年最容易遭遇

網路霸凌的管道，比例為68.7%；然而，現有文獻對於社群媒體與網路

霸凌之間的關連性卻還未有充分的檢驗，尤其是公開社交媒體（例如臉

書、推特）和較為封閉的即時通訊軟體，可能因為管道特性的差異而對

網路霸凌產生不同的影響，這些都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現有研究已經指出霸凌對青少年各個生活面向都可能產生負面 

影響，例如學業表現、社交狀況、自尊心、情緒（Beran & Li, 2008; 

Patchin & Hinduja, 2006），甚至是生活滿意度（Moore, Huebner, & Hills, 

2012）。本研究側重霸凌對自尊心及心理幸福感兩類自我觀感（self 

views）的影響，因為自我觀感能夠指引個人行為，並決定人們和外界互

動的方式，過去研究較少同時探討此二概念，特別是將自尊心視為中介

變項。自尊心是對自身價值的整體判斷，和個人社會關係是否正常運

作有緊密的連結（Leary, Tambor, Terdal, & Downs, 1995）。換句話說，自

尊心會因為人際間的互動往來情況而有所變化，而網路霸凌作為重要的

人際社交問題，對自尊心的影響格外直接。此外，個人的自我觀感可

能投射在社交媒體的使用上，亦即社交網站上的個人形象可能是自我意

識的反映，而他人又可能根據反映出的形象與個人進行互動（Swann, 

Chang-Schneider, & Larsen McClarty, 2007）。因此，自尊心在霸凌、幸

福感及社交媒體使用的關係中，可能扮演動態、複雜的角色。

關於社交媒體和網路霸凌的關係，目前相關研究甚為稀少，社交

媒體一方面是遭遇網路霸凌的頻繁場域（施琮仁，2017），另一方面又

是社會資本及社會支持的重要來源（Ellison, Steinfield, & Lampe, 2007; 

Nabi, Prestin, & So, 2013），因此不論是社交媒體使用如何助長網路霸

凌，或是此新媒介平台如何藉由提升使用者之社會支持而成為一股正

面力量，協助網路霸凌受害者做出適當的調適，都亟需更深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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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將探討下列重要問題：（1）社交媒體和網路霸凌的關

係；（2）自尊心如何中介網路霸凌與心理幸福感的關係；（3）社會支持

如何調節網路霸凌對自尊心、心理幸福感的影響。此外，在社交媒體

方面，本研究也區分了公開的社交媒體與封閉的及時通訊軟體。

文獻探討

霸凌的定義

由於網路霸凌是數位媒介發展後產生的新現象，它的定義相當紛

雜，有些學者沿用傳統霸凌的定義，將其延伸到電子媒體的情境中，

例如Patchin及Hinduja（2006）認為網路霸凌就是藉由電子媒介平台，對

他人造成蓄意、持續的傷害。也有些學者以電子媒介的特性為中心來

定義網路霸凌，例如Li（2008, p. 224）將網路霸凌定義為「發生在電子

通訊工具上的霸凌行為，例如電子郵件、手機、PDA、即時通訊軟體

或網際網路」。Slonje及Smith（2008, p. 147）也將網路霸凌等同於「發生

在現代科技裝置上的侵略行為，尤其是行動電話或網路」。由這些敘述

可看出，後者通常沒有明確的定義出何謂霸凌行為，而是較為強調霸

凌出現的管道。因此，若要對網路霸凌有更深入的了解，應該要先檢

視傳統霸凌的定義，再探討傳統與網路情境的差異之處。

挪威學者Olweus（2003）認為霸凌就是一個人或群體意圖以負面行

為（negative action）傷害他人；霸凌需具備三大條件，分別是（1）包含

侵略行為或蓄意造成傷害；（2）要重複發生；（3）牽涉到權力的不平

等。雖然定義清楚，但現有研究在操作化此概念時存在不同作法。有

學者直接詢問受訪者是否曾經受到網路霸凌（Li, 2007）；也有研究者正

面表列各種傷害行為，詢問受訪者涉入其中的頻率。Vandebosch及Van 

Cleemput（2009）就曾以12種行為來測量網路霸凌，包括「透過網路或

手機散播八卦」、「透過網路或手機散佈私密訊息」等。因此總結來說，

網路霸凌的測量方式可分為兩類，第一類係直接詢問受訪者是否在電

腦中介平台上遭遇霸凌（包含網路、即時通訊軟體或社交網站），此類

問法可能因為受訪者對霸凌的定義不同，導致調查結果產生差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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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類則是表列出各種不同霸凌行為讓受訪者選擇，雖然結果仍可能因

為研究者納入的變項種類、數量而有所不同，但至少受訪者是針對相

同的傷害行為（hurtful activities）進行回答。

由於測量方式不同，各個研究所得到的普遍程度也有很大的差

異。例如Kowalski、Limber及Agatston（2008）的論文指出，不同研究

所發現的網路霸凌受害比例從4%至53%不等，而曾在網路上霸凌他人

的比例則介於3%至23%之間。Vandebosch及Van Cleemput（2009）在他

們的研究中同時以上述兩類方法詢問受訪者，結果顯示，在請受訪者

自行判斷是否為網路霸凌受害者的情況下，有11.1%的青少年回答

「是」；然而，當改用特定的網路霸凌行為進行詢問時，此數值上升至
61.9%。因此，以個別霸凌行為進行詢問，通常會比直接詢問受訪者是

否曾受到霸凌獲得較高的頻率。由於受訪者對霸凌一詞可能有不同的

解釋與理解，為了避免信度與效度出現問題，本研究採用詢問個別冒

犯行為的方式，來測量網路霸凌。此測量方式能對霸凌現況提供較為

清楚的描繪，畢竟了解整體遭受霸凌的百分比，在資訊明確的程度上

還不如知道青少年所遭遇的不同霸凌型態。

社交媒體與網路霸凌

社交媒體雖然拓展了人們的社交網絡，提升了社交生活的豐富性與

便利性，卻也可能成為網路霸凌發生的高風險場域。使用者在社交媒體

上容易遭遇霸凌的原因有很多，從受害者促成模型（victim precipitation 

model）的觀點來看，受害者可能在有意無意間涉入到某些事件中，讓他

們特別容易成為受害的目標。

第一，已經有研究開始探討人們使用社交媒體來呈現自我形象的

方式，會不會讓他們更容易成為網路霸凌的受害者。根據Goffman

（1959）的自我呈現理論，為了獲得物質利益、維護自尊，以及創造討

喜的自我認同身份，人們會積極管理形象。研究顯示，臉書使用者會

上傳大量的個人資訊，包含生日、電子郵件、個人照片、聚會照片等

（Debatin, Lovejoy, Horn, & Hughes, 2009），而這類資訊揭露行為和個人

「受歡迎需求」（need for popularity）有顯著的正面關連性（Christof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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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ise, & Desmarais, 2009; Utz, Tanis, & Vermeulen, 2012）。可見社交媒

體使用者會因為想要呈現良好形象、受他人歡迎，而揭露個人資訊。

但另一方面，在社交媒體平台上透露過多的個人資訊卻可能帶來

負面影響。研究顯示，臉書使用（定義為個人資訊維護）和五類風險行

為有顯著的正面關係，包括在網路上看到色情圖片、遭到霸凌、在現

實生活中和不認識的網友見面、接收到色情訊息，以及接觸到負面的

使用者自製內容（Staksrud, Ólafsson, & Livingstone, 2013）。個人資訊揭

露也可能讓隱私遭到侵犯（Debatin et al., 2009），例如個人言論被廣為

散播、照片被重製並發送他人，或者遭到陌生人的監視與騷擾，這些

都是構成網路霸凌的重要元素。

第二，使用者在社交網站上所發布的內容，可能成為他人決定如

何互動的依據。根據社交訊息處理理論（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在溝通情境中的雙方，會從對話中找尋線索，藉以定義對方

（Walther, 1992）。因此，社交網站上的貼文、照片都可能成為他人判斷

自身喜好、性格、個性的社交線索，而他人所形成的印象會決定後續

和己方的互動方式。而在社交平台上，個人印象的呈現可能不僅僅來

自使用者自己發布的訊息，還會來自其他社交對象所遺留的線索，例

如留言、對話等。Walther、Van Der Heide、Hamel及Shulman（2009）

的研究結果發現，關於外在吸引力的判斷，社交媒體上朋友的留言比

使用者自己的留言更有影響力。套用到霸凌的情境下，如果青少年的

社交平台上出現不恰當的內容（indiscreet content），例如喝酒、髒話、

具挑逗性的照片等，可能讓他人形成負面印象，進而促發霸凌動機，

而這一類的內容在年輕人臉書上出現的頻率頗高（Miller, Parsons, & 

Lifer, 2010; Peluchette & Karl, 2008）。研究指出，臉書上這些不適當的

內容，不論是由使用者自己還是朋友所發布，都會增加網路霸凌受害

的機率（Peluchette, Karl, Wood, & Williams, 2015）。

第三，社交媒體有助於維繫及拓展人際網絡，但網絡的內涵會影

響社交媒體使用可能造成的後果。研究顯示，青少年偏好在臉書上加

入大量好友，且不太進行篩選。Miller等（2010）發現約五分之一的學

生從不篩選交友邀請；Stefanone、Lackaff及Rosen（2008）也發現在其

受訪者的臉書網絡中有大量的未曾謀面的「友人」。雖然較大的線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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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網絡可能對其他使用者傳達出較為正面的訊息，但過多的線上友人

也可能會引發交友浮濫的負面觀感。更重要的是，研究指出臉書上的

朋友數量和網路霸凌受害經驗有正面關係（Dredge, Gleeson, & de la 

Piedad Garcia, 2014; Peluchette et al., 2015）。

第四，使用時間的長短也和網路霸凌受害有關，因為在網路上花

費的時間越長，可能進行越多的人際互動，包含收發電郵、發表文

章、傳送即時訊息等（Huang & Chou, 2010; Li, 2007），這些活動都有可

能讓青少年被霸凌或接觸其他網路風險。研究顯示，越依賴年輕人使

用臉書的時間越長或強度越高，遭受網路霸凌的機率就越大（Akbulut, 

Sahin, & Eristi, 2010; Kokkinos, Antoniadou, & Markos, 2014; Whittaker 

& Kowalski, 2015）。由於使用時間長短是社交媒體使用最基本的測量

方式，故本研究將其作為社交媒體使用的操作化變項，若能透過此簡

單、直接的測量發現和網路霸凌的關係，其他更為複雜的測量方式（如

使用強度、朋友人數、對社交媒體的依賴等）應會產生更強的效果。

公開社交網站與封閉即時通訊軟體

除了社交網站，即時通訊軟體也是發生網路霸凌的重要場域，一

份美國的機率抽樣調查顯示，在曾被網路霸凌的青少年中，有超過三

分之一最常從事的網路活動是傳送網路即時訊息（Ybarra & Mitchell, 

2004）。Kowalski及Limber （2007）也發現，不論對網路霸凌者或被霸

凌者來說，即時通訊平台都是最常進行或遭遇霸凌行為的地方。在台

灣，2014年傳播調查資料庫的結果也指出，在有被霸凌經驗的青少 

年中，有四分之一表示霸凌發生的管道是即時通訊軟體（例如Line, 

WhatsApp、Yahoo Messenger等）（施琮仁，2017）。然而，關於即時通

訊軟體使用與網路霸凌受害的關係，現有研究大多為百分比的呈現或

交叉分析，較少進行更深入的統計檢定。

相較於臉書、推特等較為開放式的社交平台空間，即時通訊軟體

屬於較為封閉（closed）與私下的（private）的個人溝通管道。此二類社群

媒體有幾點較為顯著的不同，首先，開放式社交平台一般而言可被定

義為公共空間，發生在該管道的傳播行為可歸類為大眾傳播。例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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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在臉書上的公開訊息，他人皆能公開自由讀取。但即時通訊軟體

則大體上屬於私人溝通管道的範疇，使用者在該管道中進行一對一的

溝通，或是需受邀成為群組的成員才能發表與接收言論。雖然新數位

媒介科技的出現某種程度上模糊了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的分界（Lüders, 

2008），開放式社交平台和即時通訊軟體仍然大致可用「公」與「私」的

概念來區分。

第二，兩者在使用者的互動性上也有顯著差別。即便使用者在公

開的社交網站中也有互動機會（例如按讚、留言），但基本上互動程度

不高，使用者間的關係也不如小團體中的成員親密。從社會網絡的觀

點來看，在大眾傳播的型態中，訊息發布者和接收者互動不多，因此

連結較弱。但在即時通訊軟體中，使用者透過緊密相連的節點相互結

合，朋友間聯繫越頻繁的程度與聯絡方式的多元性越高，關係就可能

越緊密（Haythornthwaite, 2002）。研究顯示，人們的聯繫管道會依據不

同的交情程度而有差別。如果對方屬於強連結，則聯繫的管道很廣，

包含封閉的即時通訊軟體；若對方屬於是不太熟的人，人們則偏好面

對面或使用公開社交網站進行聯繫（Van Cleemput, 2010）。

由於管道特性的差異，使用者在使用社交網站與即時通訊軟體時

也有行為的差異。美國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指出，在2018年有

近七成的民眾會從臉書上獲取新聞（Matsa & Shearer, 2018, September 

10），顯示臉書的角色或許已朝向大眾媒體的方向轉變。另一方面，即

時通訊軟體則主要作為日常生活中和朋友對話的工具（Lenhart, Madden, 

& Hitlin, 2005）。另一篇研究也顯示，人們使用臉書大多是為了好玩或

是獲取社交活動訊息，但使用封閉的即時通訊軟體則大多為了發展或

維持較為緊密的人際關係（Karapanos, Teixeira, & Gouveia, 2016; Quan-

Haase & Young, 2010）。可見對於使用者來說，兩種管道中人際關係的

緊密度是有差異的。

由於此領域的研究非常稀少，也並未聚焦於網路霸凌，故針對社

交網站、即時通訊軟體和「網路霸凌受害」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提出以

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1a：社交網站使用和網路霸凌受害的關係為何？

研究問題1b：即時通訊軟體使用和網路霸凌受害的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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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霸凌受害經驗與心理幸福感

研究已指出，受到霸凌可能使學生難以專心於課業，或是對現狀感

到挫折，進而使學業表現下降（Beran & Li, 2008）。除此之外，霸凌受

害者可能出現社交焦慮、（與社會或他人）疏離、外在敵意，甚至可能

出現犯罪行為（Tokunaga, 2010）。而心理健康狀況（包括情緒反應與人

格轉變）可說是目前受到最多關注的面向，被霸凌者常見的反應包括沮

喪、自尊心下降、憤怒與傷心等（Didden et al., 2009; Patchin & Hinduja, 

2006）。在心理健康層面中，心理幸福感是研究霸凌後果時不可或缺的

重要元素，因為心理幸福感代表個人對自身整體生活狀況的評估（Shin 

& Johnson, 1978），對生命意義的認知有重要影響。研究發現對生活較

為滿意的學生，較會覺得生活有希望、有較好的同儕關係及校園學習經

驗（Gilman & Huebner, 2006; Suldo & Huebner, 2006）。

心理幸福感的衡量通常是和某一套標準對照之後產生的後果，而

這一套標準是個人為自己所設立的，並非由外界強加。因此，心理幸

福感是一種主觀的判斷（Diener, Emmons, Larsen, & Griffin, 1985）。當

前對心理幸福感的測量，以Diener 等（1985）所發展的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量表受到最多的引用，該量表使用五個問題，請受

訪者評估自身整體生活的狀況，例如「你目前的生活和你理想中的生活

差距不遠」、「我對我的生活很滿意」等。然而，也有學者（甚至包含
Diener本人）採用更為簡約的測量方式，亦即將心理幸福感等同於「快

樂」（happiness）（Diener & Diener, 1996）。事實上，早期在美國的許多

調查，都使用「快樂」作為代表心理幸福感或生活滿意度的單一變項

（Gurin, Veroff, & Feld, 1960）。
Abdel-Khalek（2006）試圖檢視單一的「快樂」量表是否具有足夠信

度與效度，其研究結果顯示，快樂量表和SWLS及牛津幸福感量表

（Oxford Happiness Inventory）皆高度相關，顯見該量表具有同時性效度

（concurrent validity）。此外，快樂量表和自尊心、希望、樂觀等正面情

感具有正相關；和焦慮、悲觀等負面情感具有負相關，顯示該量表具

有收斂效度及區辨效度。因此，基於簡約原則，本研究採用「快樂」作

為測量心理幸福感的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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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針對英國12–19歲男性青少年的研究指出，霸凌受害和快樂與

否具有負面的關連性，曾經有霸凌受害經驗的男孩對其生活感到較不

快樂（Flouri & Buchanan, 2002）。這樣的負面關係在西班牙的10–12歲

兒童樣本中也獲得支持，Navarro等（2015）的研究指出，曾在網路上被

霸凌的學童，對於整體生活經驗及學校生活都感到較不快樂。綜合上

述文獻，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1：網路霸凌受害經驗和心理幸福感有負面關連性。

網路霸凌受害與自尊心

從臨床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自尊心是人們認為自己有能力應付生

活中基本挑戰及值得獲得幸福的一種認知（Branden, 1994）；而社會心

理學的觀點則將自尊心定義為個人對自我的正面詮釋（Baumeister, 

Smart, & Boden, 1996）。然而，更廣義來說，自尊心可說是對個人自我

價值（self-worth）的評估，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負面。而自我價值除

了和個人特質有關，也和個人所處的外在社交環境有關。Leary及
Downs（1995）就認為自尊心反映了一個人在社交生活中被接受或拒絕

的程度，意即被他人接納或排除的程度。因此，自尊心大致上可區分

為兩個維度，一個稱為「自我能力」（self-competence），另一個稱為「自

我喜愛」（self-liking）。前者意指個人能夠執行自我意志、實現所望；

後者則強調個人賦予自身的社會價值（Tafarodi & Swann, 2001）。因

此，本研究對自尊心的測量也沿用此二分概念，同時涵蓋個人對於自

我能力的評估，以及對自身、社交、整體生活的喜好評估。

早期研究認為自尊心是長期穩定的，但後續研究發現自尊心也可

能受到生活事件或經驗的影響而有波動（Crocker & Major, 1989）， 

即便這樣的波動一般而言並不會太過劇烈（Savin-Williams & Demo, 

1983; Wells, 1988），而網路霸凌正是會影響自尊心的日常生活經驗之

一。在幾篇傳統霸凌的研究中，霸凌受害經驗和自尊心皆呈負面關係

（Salmivalli, Kaukiainen, Kaistaniemi, & Lagerspetz, 1999）；而這樣的關

聯性在網路霸凌的情境中也仍存在（Patchin & Hinduja, 2010)。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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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以台灣北部高中生為對象的研究也顯示，網路霸凌受害者的自尊

心顯著低於未遭遇過霸凌的學生，值得注意的是，霸凌者兼受害者這

個族群，自尊心是最低的，但沮喪程度（depression）卻是各類別中最高

的（Chang et al., 2013）。

自尊心除了受到霸凌經驗的影響，後續也可能對生活滿意度或心

理幸福感發生作用，低自尊心的人通常會覺得自己沒有價值、不受歡

迎，以及覺得自己很失敗（Crocker & Park, 2004）。因此，自尊心是許

多重要身心健康指標的影響因素（Ford & Collins, 2010）。許多研究已經

發現自尊心和心理幸福感相關之變項有高度的連結，例如生活滿意度

（Campbell, 1981; Huebner, 1991）、對生活的正負面情感（Orth, Robins, 

& Widaman, 2012）。根據以上文獻，青少年受到網路霸凌後可能會導

致自尊心的降低，而自尊心降低又會減弱心理幸福感。易言之，自尊

心或許能部分解釋網路霸凌為什麼會降低心理幸福感的原因，本研究

因此推論自尊心可能成為中介變項。有鑒於自尊心僅為心理健康的面

向之一，而如前所述，網路霸凌可能對不同層面的心理健康都產生影

響，例如沮喪感、生活滿意度，因此本研究不預期自尊心會完全中介

網路霸凌和心理幸福感的關係，但此論點仍待驗證。此外，跨國研究

指出自尊心和生活滿意度的關係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下可能有所差異

（Diener & Diener, 1995），因此在台灣的社會條件下，自尊心和心理幸

福感的關係會呈現何種樣貌，值得探討。基於上述文獻，本研究提出

以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2： 自尊心是否會中介霸凌受害經驗和心理幸福感之間的

關係？

社會支持對網路霸凌的緩衝作用

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是降低網路霸凌負面影響的可能機制之

一，社會支持在人們的生活環境及不同的成長階段中皆為不可或缺的

基本要素，因為人類天生具有和他人連結的需求與想望（Tardy, 1985），

故許多有關兒童、青少年發展的研究都將此概念視為重要的保護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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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eger, Malecki, Pyun, Aycock, & Coyle, 2016）。Tardy（1985）將社會

支持區分為可獲得的社會支持與實際運用的社會支持，前者指的是一

個人擁有的資源，包括數量與品質，亦即感知社會支持；後者指的是

在這些現有的社交資源中，人們能夠實際運用的狀況，亦即實際社會

支持。

感知社會支持與實際社會支持雖然相關，但兩者的內涵與作用都

有所差異。一篇檢視了約1,400篇相關論文的統合研究顯示，感知社會

支持和心理幸福感的關係較為強烈，實際社會支持（如支持人數）卻和

幸福感無關。其他文獻大致上也得到類似的結果，唯有在實際社會支

持的效果上稍有不同，例如Rueger、Malecki、Pyun、Aycock及Coyle

（2016）的統合分析發現，實際社會支持和幸福感的關係雖然微弱（r = 

.11），但在統計上卻達到顯著水準。

社會支持的作用通常可透過兩個不同的模型來了解，一個是 

「主效果模型」（general benefits, GB），另一則是「壓力緩衝模型」（stress-

buffering, SB）（Rueger et al., 2016）。主效果模型認為社會支持能夠為

生活帶來正面效果，包括增加心理幸福感（well-being）、提升自我價

值、釐清人生目的（Cohen, 2004），也可能會降低負面情感。研究發

現，個人和朋友、鄰居的連結與幾個心理健康相關的指標皆有正面關

係，例如自尊心的提高與生活滿意度的提升（Bargh & McKenna, 2004; 

Helliwell & Putnam, 2004）。

另一方面，為了更加了解「壓力—健康」之間的關係，學者們又提

出了壓力緩衝模型，此模型和主效果模型類似，認為社會支持整體而

言對於人的心理健康與情緒有正面作用，不論人們所面對的壓力大

小；然而其特殊之處在於主張壓力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對於缺乏社會

支持的人來說更為強烈。研究指出，在高社會支持的情況下，曾受暴

力對待的青少年較不會發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Salami, 2010）。在網路

霸凌的情境下，研究已發現感知社會支持能讓受到霸凌的青少年免於

成績退步之害（Rothon, Head, Klineberg, & Stansfeld, 2011）、降低發生

憂鬱及焦慮的症狀，以及提升心理幸福感（Hellfeldt, López-Romero, & 

Andershed,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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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亦關注社會支持對自尊心的緩衝作用，亦即社會支持是否

能減低網路霸凌對自尊心的負面影響。關於社會支持和自尊心的關

係，現有研究主要關注兩者的因果連結，有學者認為自尊心的建立和

個人對人際關係的評估有關，若自覺人際接受度高，就會有較高的自

尊心；換句話說，社會支持是自尊心的前置變項。也有其他學者發現

高自尊心者較容易維持良好的人際網絡，進而獲得社會支持，因此自

尊心是社會支持的來源。然而，鮮少有研究討論自尊心和社會支持對

於生活壓力的交互作用。
Pearlin、Menaghan、Lieberman及Mullan（1981）的研究發現，高自

尊心者較會尋求社會支持來降低壓力；此外，由於人們具有維持自我

價值的需求，因此若生活中的逆境傷害了個人自尊，人們會希望從人

際支持中彌補回來。綜合以上所述，生活壓力（例如霸凌）可能對高自

尊心且同時擁有社會支持的民眾來說影響較小；易言之，社會支持可

能會緩衝網路霸凌對自尊心的傷害。然而，鑒於相關實證研究非常缺

乏（Mishna et al., 2016），也鮮少應用於網路霸凌情境，本研究因此提

出以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3a： 社會支持是否會調節網路霸凌和自尊心之間的關

係？ 

研究問題3b： 社會支持是否會調節網路霸凌和心理幸福感之間的

關係？

綜合本研究之研究問題與假設，整理出研究架構圖（圖一）：

圖一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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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調查資料

本研究使用《科技部傳播調查資料庫》2017年第二期第一次之青少

年調查資料，本次調查以全國的高中職、國中、國小抽出61所學校，

並針對抽出班級中之9–17歲學生進行調查訪問。青少年調查採用分層

兩階段叢集抽樣法，首先，以《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第六期之

鄉鎮市區分層方法進行分層，鄉鎮分層是以侯佩君、杜素豪、廖培

珊、洪永泰與章英華（2008）建立的鄉鎮市區發展類型為基礎，共分為

六層。分層後，本研究將各層中不同類型之學校（國小、國中、高中、

高職）由南至北、由西至東進行排序，以等距抽樣抽取出學校，此為第

一階段抽樣。在確定中選學校之後，再以隨機亂數方式抽取兩個班

級，此為第二階段抽樣。第一抽取出之班級為優先訪問班級，第二抽

選出之班級為備用樣本，若第一抽選出之班級無法訪問或樣本數不足
30份時，則調查訪問第二抽選出之班級。

調查時間為2017年5月18日至6月29日，本次調查總計回收1,852

份有效問卷，在95%信賴水準下，抽樣誤差不超過2.29%。為使樣本符

合母體結構且具代表性，故以性別、年齡、鄉鎮市區層之母體比例進

行交叉加權，加權後的人口學資料和母體結構無異〔加權後性別：x2(1) 

= 3.822, p > 0.05；加權後年齡：x2(2) = 0.000, p > 0.05；加權後居住地

區：x2(5) = 0.002, p > .05〕，顯示本調查之樣本具代表性。由於國小樣

本並未詢問社交媒體使用狀況，故本研究僅使用國中、高中樣本，排

除沒有上網的受訪者，最終樣本為1,235人。

變項描述

本研究的依變項為心理幸福感，測量方式為詢問受訪者「整體而

言，你覺得目前的日子過得快不快樂？」受訪者回答的選項皆為李克特

五點量表，從「非常不快樂」（編碼為1）至「非常快樂」（編碼為5），數

值越高代表青少年的心理幸福感越高（M = 3.80, SD =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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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在網路上被霸凌的狀況，是透過詢問受訪者過去一年中是

否曾在網路上（包含社群媒體、電子郵件、網站或部落格、聊天室、手

機簡訊、即時通訊軟體）遇到以下九種情況，且次數超過兩次，包括

（1）被罵、嘲笑或捉弄同學（鬧著玩不算）；（2）被排擠而無法參加某個

團體或活動；（3）被威脅或侮辱同學（包括訊息或影像）；（4）有人說你

的壞話或不實的謠言；（5）有人講你不想公開或讓人家知道的事；（6）

被他人拍攝及散布自己受到欺負時的影片或照片；（7）被他人拍攝及散

布和自己有關的私密影片或照片；（8）被他人蓄意更改社交媒體或電子

郵件帳號，使自己無法登入；（9）被他人盜用社交媒體或電子郵件帳

號，並以自己名義發布訊息。若受訪者曾遇過九種狀況之一，則編碼

為1，若都沒有遇過，則編碼為0。

社交媒體使用時間是透過詢問受訪者在有使用社群媒體的那一

天，整天大約使用多久，回答選項包含小時數與分鐘數，本研究將此

變項轉換為以分鐘計算。而在詢問使用時間之前，受訪者也被問到「大

約每週有幾天會使用社群媒體（例如：臉書、推特、YouTube）？」若回

答「0天」，使用的分鐘數則以0計算（M = 162.37, SD = 141.42）。此變

項的偏度（Skewness）為1.67、峰度（Kurtosis）為3.09，過去文獻指出

（West, Finch, & Curran, 1995），若偏度值小於2、峰度值小於7，該變

項之分布即接近常態分布，本研究社群媒體使用時間的數值皆在合理

範圍之內。

即時通訊軟體使用是透過詢問受訪者「除了課業或工作需要以外，

你每天和別人透過即時通訊軟體互動的時間有多少？」回答選項包含小

時數與分鐘數，本研究將此變項轉換為以分鐘計算（M = 112.40, SD = 

92.04）。此變項的偏度為1.24、峰度為1.86，故本研究之及時通訊軟體

使用變項符合常態分布假設。

感知社會支持的測量方式，是詢問受訪者是否同意下列敘述：「當

你遇到困難時，你能找到信賴的人幫你解決問題。」受訪者的回答選項

為李克特五點量表，從「非常不同意」（編碼為1）至「非常同意」（編碼

為5），數值越高代表青少年的感知社會支持越高（M = 4.04, SD = 

0.97）。實際社會支持則詢問受訪者「經常會一起討論重要問題或分享

心事的人有幾位？」受訪者回答的人數越多，代表其實際社會支持度越

高（M = 4.01, SD =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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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心的量表由四個變項組成，本調查詢問受訪者：（1）「整體而

言，你對於你的生活滿不滿意？」；（2）整體而言，你對於你的課業成

績滿不滿意？（3）「整體而言，你對於你和朋友相處的情況滿不滿

意？」；以及（4）「整體而言，你對自己滿不滿意？」。受訪者回答的選

項皆為李克特五點量表，從「非常不滿意」（編碼為1）至「非常滿意」（編

碼為5）。本研究將此四變項加總並取平均數，作為代表自尊心的量表

（M = 3.51, SD = 0.71, Cronbach’s � = .74），數值越高代表青少年的自尊

心感知越高。

本研究也控制了一些人口學變項，包括年齡（M = 14.18，SD = 

2.33）、性別（53%為男性），以及社交狀況變項，例如社交媒體使用天

數（M = 5.90，SD = 1.92）及每天接觸人數（M = 50.05，SD = 64.40）。

研究結果

在檢視研究假設與問題前，本研究先呈現青少年網路霸凌之狀

況，結果顯示，約七分之一的國、高中青少年（14.2%）曾經在網路上被

霸凌。最普遍的網路霸凌型態是「被說壞話或不實的謠言」（6.0%），其

次是被「罵、嘲笑或捉弄」（5.2%）、「有人講你不想公開或讓人家知道的

事」（3.4%）、「被他人盜用社交媒體或電子郵件帳號，並以自己名義發

布訊息」（3.3%）、「被他人蓄意更改社交媒體或電子郵件帳號，使自己

無法登入」（3.1%）、「被威脅或侮辱」（2.6%）、「被排擠而無法參加某個

團體或活動」（2.2%）、「被他人拍攝及散布和自己有關的私密影片或照

片」（1%）、「被他人拍攝及散布自己受到欺負時的影片或照片」（0.6%）。

研究問題1探討社交媒體使用、即時通訊軟體使用和網路霸凌受害

是否有關。由於網路霸凌受害為二元變項，為了回答此研究問題，本

研究採用羅吉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

控制了年齡、性別、社交媒體使用天數、每天接觸人數、自尊心等變

項後，社交媒體使用時間和網路霸凌受害並無顯著關連（odds ratio = 

1.000, p > .05）。然而，即時通訊軟體使用和網路霸凌受害的關係具有

統計顯著水準，使用時間越長的青少年越有可能成為網路霸凌的受害

者（odds ratio = 1.003, p < .01）；此模型總共解釋了5.3%的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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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1指出網路霸凌受害經驗和心理幸福感會有負面關係，為

了驗證此假設，本研究採用多元迴歸分析，將心理幸福感當作依變項、

網路霸凌受害經驗當作自變項，並控制了年齡、性別、社交媒體使用天

數、每天接觸人數、社交媒體使用時間、即時通訊軟體使用時間、自尊

心等變項。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曾在網路上被霸凌的青少年，其心理幸

福感較低（� = –.09, p < .01）。此模型總共解釋了39.8%的變異量。

研究問題2探討自尊心是否中介網路霸凌受害經驗和心理幸福感的

關係，本研究使用Hayes（2018）所發展的「PROCESS」巨集，來檢驗變

項間的中介關係（Model 4）。Hayes提倡使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來

分析中介關係，認為該方法比起傳統的Sobel test有更多好處。例如中

介效果（或間接關係）經常不是常態分布，但Sobel test卻有常態分布的

預設，拔靴法則無。此外，Sobel test需要計算間接關係的標準誤，作

為評估迴歸係數顯著與否的參考，但標準誤如何計算仍有爭議；而拔

靴法則能夠透過信賴區間來決定係數顯著性，省去計算標準誤的步驟

（Hayes, 2018）。如附錄一上半部的中介變項模型所示，霸凌受害和自

尊心有負面關係（B = –.15, p < .01），完整模型的結果也顯示自尊心越

高的青少年，其心理幸福感也越高（B = .74, p < .01）。檢驗整條間接路

徑的結果指出，此間接路徑具有負面效果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標準 

（B = –.11, p < .05），亦即在網路上被霸凌的經驗會降低青少年的自尊

心，而較低的自尊心又會降低其心理幸福感。

研究問題3a探討社會支持是否會調節網路霸凌和自尊心之間的關

係，如前所述，本研究使用兩個變項代表社會支持的概念，分別為「感

知社會支持」及「實際社會支持」。結果顯示，網路霸凌受害與感知社會

支持之交互作用達到了統計上的顯著水準（B = –.1159, p < .05）。如圖

二所示，整體而言，感知社會支持較低的青少年，其自尊心也較低。

然而，當感知社會支持不高時，網路霸凌和自尊心的關聯性在統計上

並不顯著（B = –.0410, p > .05），亦即網路霸凌受害經驗對於自尊心的

傷害不大。相反地，對於高感知社會支持的青少年而言，受到網路霸

凌顯著地傷害了他們對自身價值的評估（B = –.2729, p < .01）。另一方

面，實際社會支持和網路霸凌受害對自尊心則無顯著的交互作用關係

（B = –.0040,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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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網路霸凌受害和感知社會支持對自尊心之交互作用關係

感知社會支持（低） 感知社會支持（高）

無網絡霸凌受害經驗 有網絡霸凌受害經驗

自
尊
心

研究問題3b探討社會支持是否會調節網路霸凌和心理幸福感之間

的關係。結果顯示，網路霸凌受害經驗和感知社會支持的交互作用並

不顯著（B = –.0495, p > .05）；但實際社會支持的調節作用卻達到統計

顯著水準（B = –.0262, p < .05）（請見附錄二）。如圖三所示，在實際社

會支持較低的情境下，網路霸凌會降低青少年的心理幸福感（B = 

–.1461, p < .05）。但當實際社會支持程度較高時，網路霸凌對心理幸福

感的負面關係又更強烈（B = –.2511, p < .01）。換句話說，實際社會支

持不僅無法緩衝網路霸凌的負面作用，甚至更強化了負面影響。

圖三　網路霸凌受害和實際社會支持對心理幸福感之交互作用關係

無網絡霸凌受害經驗 有網絡霸凌受害經驗

心
理
幸
福
感

實際社會支持（低） 實際社會支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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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本文使用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二期第一次之資料，除了是台灣

少數針對青少年族群具代表性的機率抽樣調查，更延伸了2014年第一

期第三次的資料，更廣泛地涵蓋了網路霸凌的各個面向。和2014年的

資料相比，網路霸凌的現象似乎略有增加，整體而言，網路霸凌受害

者從5.8%上升至15.9%。比較幾個相同的變項，「罵、嘲笑或捉弄」從
2.9%上升至5.1%；「排擠」則從1.7%上升至2.8%。「被同學到處說壞話

或散播自己不想讓人家知道的事」增加最為明顯，從2.6%上升至
9.6%。由此可見，即便政府及各教育單位已開始重視網路霸凌，但防

止的成效還不甚明顯。

本研究以網路霸凌受害為中心，一方面探討社交媒體使用是否增

加青少年在網路上被霸凌的機率，另一方面也探討遭到霸凌後可能衍

生的結果，尤其是自尊心與心理幸福感。結果顯示，社交網站使用時

間和網路霸凌受害並無關連，但即時通訊軟體使用時間越長，青少年

越可能成為受害者。此結果意味著網路霸凌可能從比較公開的社交平

台轉移至較為封閉的即時通訊管道，表示在霸凌的防治與即時監管上

產生了較大的挑戰，因為不論家長或教師可能無法在第一時間得知網

路霸凌的發生。其次，和公開社交網站不同，即時通訊軟體有時不需

要透過「交友認證」，即便非朋友關係也能傳送訊息，讓霸凌變得更加

無孔不入。對於青少年來說，因為課業或聯絡需要，常會需要和同儕

建立即時通訊軟體群組，增加了霸凌發生的管道。由於和即時通訊軟

體相關的研究較少，本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發現，未來仍須持續探索。

本研究也發現曾在網路上被霸凌的青少年，其自尊心和心理幸福感

都較低，和過去的研究結果一致（Chang et al., 2013; Patchin & Hinduja, 

2010）。此外，網路霸凌除了對青少年的自我價值的評估有直接影響，

也會傷害青少年的自尊心，進而降低其心理幸福感。此發現代表網路霸

凌受害經驗不僅對心理幸福感有直接的負面效果，也會透過自尊心產生

間接效果。因此，未來在霸凌的防制上，也應注重青少年自尊心的強

化，藉以降低對整體幸福感的負面影響。

關於自尊心，本研究的結果指出公開社交平台使用和青少年對自

身價值的評估有負面關係，封閉的即時通訊軟體使用則無，此結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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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研究發現一致（Chen, Fan, Liu, Zhou, & Xie, 2016），顯示廣播式、

公開的人際溝通方式對於自尊心的養成並無益處。這可能是社會比較

所產生的結果，亦即青少年在社交平台上觀看他人精彩的生活後，對

自己的人生產生懷疑，進而降低對自身的評價（Vogel, Rose, Roberts, & 

Eckles, 2014）。

雖然並非本研究關注的主效果，但分析結果顯示兩類社會支持對

於自尊心及心理幸福感都有正面、直接的效果，和現有文獻的方向一

致（Kong, Zhao, & You, 2013; Tian, Liu, Huang, & Huebner, 2013）。此發

現也與心理幸福感的社會認知模型（social-cognitive model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相符，該模型提出環境經驗（例如霸凌）和心理幸福感的關

係，會受到認知變項（例如自尊心或自我價值）的中介（Tian et al., 

2013）。此外，社會支持和自尊心之間的顯著關係也意味著自尊心的形

成具有某種程度的社交互動成分。尤其對青少年而言，自尊心會因為

社交回饋或人際關係而有高低起伏（Lamer, Reeves, & Weisbuch, 2015; 

Leary, Tambor, Terdal, & Downs, 1995）。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發現社會支持非但沒有出現緩衝效應，反

而還有「反緩衝」效應（reverse buffering）（Rueger et al., 2016），亦即社

會支持沒有降低網路霸凌對心理健康帶來的負面影響。相反地，當青

少年自覺有高度社會支持卻又遭到霸凌時，其自尊心所受之傷害反而

更大。過去研究曾指出類似的「期望落差」現象，當人們在面對生活困

境時沒有獲得期待中的社會支持，其後續產生憂鬱狀況（depression）的

風險就會更高（Brown, Andrews, Harris, Adler, & Bridge, 2009）。

另一方面，在網路霸凌和心理幸福感的關係上，實際社會支持也

呈現了反緩衝效應，不論實際社會支持程度的高低，網路霸凌都會降

低心理幸福感，然而此負面關係對於實際社會支持高者較為強烈。此

現象可能和共同反覆咀嚼（co-rumination）有關，「反覆咀嚼」指的是朋

友間過度頻繁、重複地討論生活中遇到的難題。研究指出，如果朋友

圈中太常討論這些困難，反而可能會讓心情更為沮喪（Rose, 2002），進

而讓心理幸福感更加低落。此外，許多研究將社會互動等同於社會支

持，但社會交換理論認為人際互動中可能有好處也有傷害，即便在和

強連結的互動中也可能出現爭論、尷尬、嫉妒、侵犯隱私等負面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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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結果（Rook, 1984）。本研究將實際社會支持操作化為平時可以談心的

人數，根據社會交換理論，雖然青少年實際互動的人數不少，但互動

的內容和品質則難以掌握，可能因此讓心理幸福感更為低落。事實

上，現有文獻對於社會支持的緩衝效應並未有一致的結論，例如在
Rigby（2000）及Bennett（1988）的研究中，社會支持也並未緩衝霸凌受

害經驗對生活滿意度造成的負面影響。

本研究也具有以下限制。第一，如前所述，社交媒體的功能日趨

複雜，包括社團、直播皆是現代青少年經常使用的功能，但本研究受

限於傳播調查資料庫的題項，僅能納入使用時間作為自變項，無法涵

蓋其他社交媒體的豐富面向，未來研究應據此延伸。第二，本研究也

沒有充分考慮社會支持的概念，如文獻中所述，不同的社會支持來源

（家人或朋友）可能發揮不同的作用，未來的研究可探討社會支持的各

個層面，以便更加了解此概念能在網路霸凌情境中扮演的角色。第

三，由於缺乏社交網站或即時通訊的內容，本研究無法解釋為什麼使

用這些社群媒體和網路霸凌會產生關係，未來研究或許可更深入了解

青少年如何使用這兩類平台，例如對話內容、造訪的頁面等，以增加

相關發現的解釋空間。第四，本研究使用橫斷面調查資料，因此無法

確認變項間的因果關係。例如，雖然研究結果顯示自尊心是網路霸凌

受害和心理幸福感的中介變項，但過去也有研究顯示自尊心低的青少

年較容易成為霸凌受害者（Egan & Perry, 1998），故未來研究應更仔細

區分兩者之關係。另一方面，在本研究中，網路霸凌受害為過去經

驗，而自尊心與心理幸福感皆為受訪當下之評估，時序上晚於霸凌發

生之時。因此，對於網路霸凌受害經驗可能導致青少年自尊心降低，

本研究結果至少能作為初步的證據。

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和網路霸凌有關的負面事件在台灣社會時有所聞，且發

生的對象已向下延伸至中小學生，使得教育當局不得不開始注意此一

議題，並且特別針對霸凌成立特定的通報流程。尤其網路霸凌不同於

傳統校園內的霸凌，可以透過更多元的管道以及更深入生活的方式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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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童（Tokunaga, 2010），因此了解網路霸凌在學齡青少年之間的普遍

程度及其發生原因，實有其重要性。

本研究發現有霸凌受害經驗的青少年，其自尊心與心理幸福感都

普遍較低，可見網路上的騷擾雖然沒有肢體暴力成分，對青少年的自

我價值評估及心理狀態仍有不小的負面傷害。有鑒於國高中正是建立

自尊心的黃金時期，此階段的自尊心不僅和學業表現有關（Pullmann & 

Allik, 2008），更關係身心健康的發展（Mann, Hosman, Schaalma, & de 

Vries, 2004），有關單位除了應盡力防治網路霸凌，更應該建立有效的

輔導機制，避免青少年因自我否定而加深霸凌的負面影響。此外，公

開社交平台和自尊心的負面關係也值得注意，因為若青少年受到霸

凌，又誤認為使用公開社交平台能夠有所幫助，則其自尊心可能受到

二度傷害。

而過去認為提供社會支持有助於減緩霸凌負面效果的看法，在本

研究中並未獲得支持；因此，希望藉由增加青少年的朋友數量來提供

社會支持可能不是恰當的作法，特別是公開的社交平台（例如臉書、
Instagram）可能讓青少年輕易拓展人際網絡，而造成高社會支持的假

象。一旦青少年在該平台上遇到霸凌，或在眾多網路朋友中找不到協

助解決問題的對象，其自尊心或心理幸福感都可能受到更大的傷害。

有鑒於此，在針對受霸凌者的協助上，有關單位應著重於社會支

持的品質或對象，而非數量。過去研究顯示，同儕或教師的支持可以

減緩霸凌對學生生活品質的負面影響（Flaspohler, Elfstrom, Vanderzee, 

Sink, & Birchmeier, 2009）；因此，輔導人員或教師應該了解青少年在乎

哪些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進而引入這些重要他人的支持，一

方面因為這些重要他人所提供的社會支持較為有效，另一方面也因為

這些核心人士若無提供適時的支持，可能讓受害之青少年期望落空，

而加深霸凌的負面影響（Brown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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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自尊心中介模型

中介變項模型（DV =自尊心）

B SE t-Value p-Value

年齡 –.05 .01 –3.88 .00

性別（1＝男） .04 .04 .90 .37

社群媒體使用天數 .01 .01 .53 .60

每天接觸人數 .00 .00 .23 .82

網路霸凌受害經驗（1＝有） –.15 .05 –2.86 .00

公開社交媒體使用 –.00 .00 –3.94 .00

即時通訊軟體使用 .00 .00 1.09 .27

完整變項模型（DV =心理幸福感）

年齡 –.02 .01 –1.94 .052

性別（1＝男） –.03 .04 –.89 .38

社群媒體使用天數 –.00 .01 –.28 .78

每天接觸人數 .00 .00 1.99 .05

網路霸凌受害經驗（1＝有） –.19 .05 –3.69 .00

公開社交媒體使用 –.00 .00 –1.62 .11

即時通訊軟體使用 .00 .00 .81 .42

自尊心 .74 .03 28.18 .00

中介效果

中介變項 B Boot SE Boot 95% CI

自尊心 –.11 .04 –.19 to –.03

註：B＝非標準化迴歸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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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社會支持對自尊心、心理幸福感的調節作用

DV = 自尊心 實際社會支持模型 感知社會支持模型

年齡   –.04
**

 –.04
**

性別   .04  .03

每天接觸人數 –.00  .00

公開社交平台使用   –.00
**

 –.00
**

即時通訊軟體使用   .00  .00

實際社會支持     .02
**

--

感知社會支持 --    .22
**

網路霸凌受害經驗（1＝有）  –.15
*

 .31

網路霸凌受害*社會支持 –.00 –.12
*

R
2

   4.45%    9.64%

DV = 心理幸福感

年齡 –.02 –.02
*

性別 –.04 –.03

每天接觸人數 –.00   .00
*

公開社交平台使用 –.00 –.00

即時通訊軟體使用   .00  .00

網路霸凌受害經驗（1＝有） –.09 –.00

自尊心     .73
**

    .71
**

實際社會支持    .01
*

--

感知社會支持 --    .09*

網路霸凌受害經驗*實際社會支持   –.03* --

網路霸凌受害經驗*感知社會支持 -- –.05

R
2

  40.60%  40.94%

註：表格內的數值為非標準化迴歸係數 *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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